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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伦敦大火后难民的安置与流动
                                                                                           

*

李  腊

摘　要：1666 年伦敦大火的发生，深刻考验着伦敦乃至英国应对突

发事件的能力。火灾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社会秩序混乱，如

何安顿这些难民显得尤为迫切。国家和市政一方面需要解决其住房和饮

食问题 ；另一方面需要给予其心理抚慰和恢复公信力。许多难民重新

寻找定所，发生大规模流动。本文以商人泰勒和书商群体为例，勾勒这

些群体的流动状况。难民们向伦敦郊区及周边地区的迁移，促成了伦敦

人口的重新分配。由此可以窥探出这场大火灾对伦敦社会和经济的巨大 

影响。

关键词：伦敦大火　难民安置　火灾应对　人口流动

1666年伦敦大火是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火灾事件，对历史发展进

程产生了深远影响。2016年9月4日，泰晤士河畔熙熙攘攘，无数人对着河

中心的驳船翘首以待。这是纪念伦敦大火350周年活动的高潮，平静却有力。

为重现1666年伦敦那场大火灾的场景，艺术家大卫 · 贝斯特（David Bester）

制作的长约36米的旧伦敦模型被置于驳船之上，当众点燃。熊熊火焰将人们

*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视域下17世纪英国突发性

危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095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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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迅速拉回到火灾发生的那一天。1666年9月2日，星星点点的火苗从

布丁巷开始蔓延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火，大火整整燃烧了四天。1666年9月5

日，火势消弭，留下破败的城市。这场空前的灾难造成了约 1 000万英镑的直

接损失，约合现在的10亿英镑。①至少13 200栋房屋被毁，87座教堂教区被

毁，400多条街道化为焦土。②算上城墙与郊外的自由区，伦敦80%的区域化

为乌有。

关于这场火灾的史料与研究已有不少，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为对火

灾事件本身的记述，除了时人约翰 · 伊夫林（1620—1706）的《伊夫林日记》

和塞缪尔 · 佩皮斯（1633—1703）的《佩皮斯日记》的记录之外，③还有如瓦

尔特 · 乔治 · 贝尔（1867—1942）的《1666年伦敦大火》。二为对火灾与战

争、瘟疫的探讨。如詹姆斯 · 莱塞（1923—2007）的《瘟疫与大火》记述了

伦敦悠久而生动的历史中最可怕的两年经历—瘟疫与火灾。④丽贝卡 · 里

德尔的《1666年：瘟疫、战争与大火》以鲜为人知的原始档案研究为基础，

以伦敦火灾为开端，带领读者踏上一段惊心动魄的旅程，穿越了英国历史中

至关重要的转折点。⑤三为火灾后的伦敦重建。如雷达维的《大火后的伦敦

重建》⑥提供了关于伦敦重建的最有用的描述，他介绍了新城市的各种计划、

立法、行政、结构、融资和重建的进展情况等。

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此次火灾对伦敦的影响，但是关于火灾后的

应对举措鲜有涉及，而突发事件的当下应对措施意义重大，是研究社会处理

突发事件的关键一步。因此，本文试图分析1666年伦敦大火后的难民安置问

题，同时揭示由此带来的伦敦人口流动，特别是火灾后商人泰勒和书商群体

的流动，以及流动后伦敦人口分布的变化，彰显火灾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等

的巨大影响。

①　Stephen Porter,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Charleston: The History Press, 2009, p.36.

②　Jacob F. Field, London, Londoners and the Great Fire of 166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3—4.

③　参见 John Evelyn, William Bray,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1641—17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1666,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5。

④　James Leasor, The Plague and the Fire, London: McGraw-Hill Book Co., 1961.

⑤　Rebecca Rideal, 1666: Plague, War and Hellfi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6.

⑥　T. F. Reddaway,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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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火灾后难民的安置

伦敦大火发生后，有大批难民居无定所，他们急需政府的安置措施，来

维持暂时的安定。伦敦市政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维护城市的稳定，包括

搭建帐篷、临时住房；让所有市镇收留难民，恢复公信力；提供粮食救济，

给予心理抚慰等。

首先是搭建帐篷和临时住房。扑灭大火的任务比较简单，但它造成的

问题却不简单，居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在墙外，成群难民痛苦地安营扎

寨，他们的财物堆放在身上，而在火场周围地区，人们熟悉的最后一分钟撤

离的场景仍在延续。①很明显，在为难民提供经费和恢复公众信心之前，没

有任何行动可以弥补损失。与此同时，除了任务的困难和因收入减少以及与

法国等的战争而造成的复杂情况外，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个可能会

让最乐观的议员也感到恐惧的局面，不过这一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并立即

获得了成功。国王查理二世为难民提供了帐篷，城市也允许在城墙以北的空

地上建造临时住房。

其次，一系列王室公告命令邻近教区的当局为病人和穷人提供住宿，并

防止勒索。教堂、小礼拜堂、学校和公共建筑得到开放，用于储存货物。在

城市未被烧毁的地方和周围的村庄指定了新的市场。各郡地方行政官接到指

示，要注意物资的运送，而城市同业公会和济贫院则接到命令，要照顾他们

的穷人。更重要的是，查理二世为难民打破了公司城镇的特权，“命令所有

城市和城镇都应毫无冲突地接纳上述受难者，并允许他们自由地从事自己的

手工行业”。②市政当局通力合作，每天都召开专门会议，推动工作进展。由

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在四天内，城市周围的所有田野里，似乎到处都是被烧

毁的建筑以及他们拯救出来的货物，几乎看不到一个人。

①　T. F. Reddaway,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 p.25.

②　Royal Proclamation, September 5th, 1666 (Guildhall Lib., Broadsides 13.34)，关于下达该命令的好处不得而

知，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安东尼 · 伍德指出，有好几个商人在牛津继续经商（A. Clark [ed.],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Wood, Vol. 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2, p.86）；1668年2月，两位移居伊普斯维

奇的伦敦糖果商获得了枢密院的命令，依据公告，该镇的地方长官允许他们在那里生活和从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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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恢复公众信心和给予公众心灵抚慰似乎是一项更艰巨的任务。火

势的发展所引起的惊慌，在谣言的疯狂传播中得到了发泄。密谋者和纵火犯

的故事在狭窄的城门和拥挤的人群中迅速传开。天主教徒、狂热分子、法国

人和荷兰人都被指控挑起了这场大火，或者助长了这场大火的发展。这样的

谣言仍在继续。人们曾不止一次地持枪抵抗攻击，街上的外国人仍然有可能

随时遭到攻击。火灾后，伦敦人民的情绪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当局也知道这一点。查理二世用尽精力和勇气来应

对它。如果伦敦能保持平静，那么英国其他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会立刻放松下

来。如果市民们能相信没有阴谋和煽动者……风波就会平息下来。首先必须

粉碎谣言，然后将市民的精力转移到重建计划上。1666年9月6日和7日发布

的一系列“救灾”公告表明，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而查理本人在大火中的

劳作也使他获得了市民的感激。他骑马到摩尔菲尔兹向难民们讲话，亲自向

他们保证：他们的国王，会特别照顾所有人，关于阴谋的传言是假的。①灾

难是上帝派来的，不应该归咎于法国人、荷兰人或教皇的阴谋。他曾亲自审

问了许多持阴谋论而被拘留的人，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火灾后的第一

期《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但补充说，首席大

法官基林、枢密院成员和城市成员将“就此展开严格调查”。②这种情绪并没

有得到缓解，而是被转移了。在枢密院议员或后来的议会调查委员会面前提

供的看似可信且具有报复性的证据，就与这一情绪的转移有关。证人和议会

成员们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但避免了暴乱和迫害，并且所付出的代价很低。

在控制了局势之后，便可以开始修复火灾带来的灾难。当较贫穷的市民“以

超乎想象的远见，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搭起了砖木小棚”时，《伦敦公报》的

版面上满是法院、官员和重要人物购置临时住所的告示。③市政府在格雷沙

姆学院（Gresham College）、比肖普斯盖特（Bishopsgate）的总信处（General 

Letter Office）和马克巷的海关大楼中设立了自己的机构。消费税局、拱门法

①　Adrian Tinniswood, By Permission of Heaven: The Story of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London: Pimlico, 2004, 
pp.113—115.

②　Adrian Tinniswood, By Permission of Heaven: The Story of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pp.150—151.

③　T. F. Reddaway,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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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海军上将法院向西迁移，前者迁到了南安普顿田野，法院迁到了斯特兰

德。罗伯特 · 文纳爵士在布罗德街找到了可以居住的房间，奥尔德曼 · 巴克

韦尔被特别安置在格雷沙姆学院，私人倡议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人们可以在

这里留下他们的新地址，朋友和通信者可以随时了解他们的动向。在未被烧

毁的地区，租金飙升，但总算是为所有遇难的人都找到了住处。①

要控制这群无家可归的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安慰他们，让他们感到安

全。首要的任务是不能让成千上万的难民挨饿，号召邻近的村庄和城镇向城

内提供食物。许多人在被烧毁的旧屋上建起了东倒西歪的店铺。政府呼吁郊

区的居民向难民提供临时住所。②城郊的大小教堂、学校和公共建筑都被开

放，接受“那些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随身物品的人”。③这其中就出现了偷

盗现象。查理二世在1666年9月19日发布的公告中承认，伦敦大火期间及

其后，有大量家庭用品被盗。在匆忙和混乱中，人们被迫留下物品，这诱使

掠夺者闯入被遗弃的房屋偷窃。为了让人们能够找回其物品，该公告宣布在

9月27日对被盗物品实行大赦。所有物品都将被带到芬斯伯里场（Finsbury 

Fields）的军械库，在那里对每件物品和存放物品的人进行登记。一旦物品物

归原主，将向存放者发放奖励。如果在大赦之后仍然发现有人携带赃物，则

他们会受到惩罚。④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食物供应比偷窃更成问题。大

量的谷物和其他食品—为一个繁荣的大都市服务所需的所有食物—实际

上已经化为乌有；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火区内食品分配系统的破坏已经到严重

的地步了。更糟的是，城市及其郊区未受破坏地区的面包师和酿酒师也带着

家人逃离火海，正如克拉伦登伯爵所回忆的那样，“许多天过去了，他们的

头脑才清醒过来，在自己临时的房子里投入工作”。⑤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难

①　Stephen Porter,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pp.72—73.

②　［英］ 瑞贝卡 · 里迪尔： 《1666年瘟疫、战争和伦敦大火》，韩丽枫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第222页。

③　Proclamation of 19 September 166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1666—1667, p.100，参见https://www.british-history.ac.uk/cal-state-papers/domestic/chas2/addenda/1660-85, 2023—

04—03。

④　The Museum of London, ID:42.39/11，参见https://www.museumoflondon.org.uk/discover/great-fire-london-1666. 
2023—6—29。

⑤　Edward Hyde, The Life of Edward, Earl of Clarendon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7, p.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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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广场的人提供食物，而且周围许多留在原地不动、家园得到拯救的人也

将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

最后，国王又发布了一项公告，宣布他已采取措施，确保每天向首都运

送面包和救济粮。这些食物将运往火灾区边缘设立的三个新市场，分别位于

主教门、塔山和史密斯菲尔德。查理二世还决定在城市周围的村庄建立临时

市场，以满足那些不能或不愿回到伦敦的流离失所者的需求。其中五个分别

为：麦尔安德格雷（Mile End Green）和拉特克利夫（Ratcliff），城东靠近斯

特普尼（Stepney）的两个小村庄—位于北部和西北部的芬斯伯里广场、伊

斯灵顿区，以及克勒肯维尔。所有这些市场都只是买卖货物的地方，而不

是紧急救援物资的分发点。公告警告说，国王已经注意“确保上述市场的安

全，并防止一切因拒绝支付货款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骚乱”。①粮食骚动的危

机是非常真实的。

时人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参观了营地后，约翰 · 伊夫林怀着悲痛

的心情回到了德普特福的家，默念着他的祈祷和感恩：感谢上帝，他的家和

家人都很安全。当他漫步在流浪汉的人群中时，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

们的自尊。他写道：“‘那些难民’准备因饥饿和贫困而死亡，却不向我索要

一个便士的救济金，在我看来，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景象。”②佩皮斯离开

摩尔菲尔兹，心里安慰自己，认为那天晚上的天气至少是晴朗的，不会增加

无家可归者的痛苦。由此可看出，当局和官员们都十分心系这些受难的民众

们，一边忙着救济他们，一边还要应对城市秩序的紧张氛围。当灾难降临之

时，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团结一致、上下齐心，才是应对灾难的关键

之举。

这座城市的复原力确实是令人瞩目的。在这场大火中，权力暂时从政府

手中转移到了议会手中。查理二世急于加强控制，他写信指示市长大人召集

市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市议员法院的12名成员被召集了起来，在火灾后第

十天，更庞大的枢密院又增援了他们。这两个机构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城市

①　Walter George Bell,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in 1666, London: John Lane, 1920, p.173.

②　John Evelyn, William Bray, The Diary of John Evelyn, 1641—1706, London: Alpha Editi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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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供应，并重新组织城市的生活。此外，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来考虑维持生计和恢复秩序的手段。为了使新的市场和交易所继续营业，市

政官员的住房及其整个行政机构转移到格雷沙姆学院的新房舍。①同时，当

局下令清理市政厅的废墟，把监狱搬到主教门和阿尔德盖特。市行政区的机

器又恢复运转。每个区都要派人看守火种，以防止复燃，守夜的人需保持警

惕，并设立棚子，让守夜人可以接受和发出命令。工人们被安排通宵达旦地

工作，以清除大桥及引桥上的垃圾，从而恢复与萨里河岸（Surrey bank）的

陆地交通。②街道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市民们被命令自己清理街道，每个

人都要清除自己门前的垃圾。这些措施是铿锵有力的，除最后一项措施外，

都取得了成效。随着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解决，这些措施不断得到实施。此

后，伦敦虽然一片废墟，但废墟得到了控制。主动权和指挥权可能来自国

王，而且通常来自国王，但管理权又回到了城市手中。

二、 火灾后难民的流动

火灾后有很多难民选择了去其他地方安置生活，有的去了伦敦的郊区，

如东郊斯皮塔菲尔兹地区等；有的逃到了其他城市，如伦敦的周边城市等。

决定难民流动情况的因素可能包括两方面：难民的职业和其社会等级。本节

以商人泰勒公司和书商群体为例，对其学徒制记录和书籍出版地档案进行收

集和分析，探索这场大火灾后他们的流动情况以及火灾对商业经营的影响。

商人泰勒是伦敦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同业公会之一，也是12家“大同业

公会”之一，就其成员的职业而言，他们也是一家经济多元化的同业公会。③

该同业公会的学徒记录，与其他绝大多数伦敦同业公会不同，其学徒装订记

录中包括了师傅的工作地点信息。因此，对于商人泰勒家族的研究揭示了一

个比纺织业内容更丰富的经济层面。大多数学徒的装订记录也包括了师傅的

确切行业，可以显示出火灾对于职业的影响程度。样本是从1666年9月前后

①　Stephen Porter,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pp.80—84.

②　T. F. Reddaway,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 the Great Fire, p.31.

③　参见商人泰勒同业公会的官网：https://www.merchant-taylors.co.uk/(20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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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4年（标准的两组学徒期）中选出的：1652—1666年和1666—1680年（见

表1）。这种抽样方法可能不包括公会中一些贫苦的成员，因为他们无法负担

相关的住房和培训费用，所以选择不收任何学徒；同时也不包括一些工作地

点不确定的学徒师傅。

表1　1666年火灾前后商人泰勒同业公会经营场所的变化①

地    区 1652—1666（%） 1666—1680（%）

伦敦市区 1 823（51.6） 716（33.8）

伦敦东区 261（7.4） 282（13.3）

伦敦西区 590（16.7） 466（22.0）

伦敦北区 558（15.8） 415（19.6）

萨瑟克区 219（6.2） 170（8.0）

其 他 81（2.3） 70（3.3）

合 计 3 532（100） 2 119（100）

从表1的数据来看，商人泰勒同业公会的学徒注册数量有所下降，火灾

前的14年里有3 532人，火灾后只有2 119人。造成这种情况原因一方面是

1665年的瘟疫；另一方面，这也与伦敦行会控制的崩溃有关，特别是在大火

之后，行会的管理相较于以前松散得多。大火的动荡可能导致师傅们推迟承

担学徒的费用，或者只带一个学徒，甚至完全选择退出学徒制度。

1652—1666年，略高于一半比例的商人泰勒公司成员驻扎在受火灾直接

影响的地区，也是人数下降最多的地区—城墙内的市区（即伦敦市区），

该地区受火灾的破坏最严重，火灾后，人数减少量达17.8%。伦敦东郊和西

郊在火灾后人数相对增长率最高，分别为5.9%和5.3%。火灾后，商人泰勒

同业公会成员流动到西郊比例的增加，这与其商业活动向该地区的转移有

关—例如，以斯特兰德为基地的同业公会人数从50人上升到64人。火灾恢

①　资料来源：Guildhall Library, Merchant Taylors’ Apprenticeship Bindings 1652—1680, MS 34038/13—16; Jacob F. 
Field, London, Londoners and the Great Fire of 1666,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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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所需的高昂费用意味着许多伦敦人可能已经搬到了他们以前从来不会考虑

的不太出名的地区。罗尔斯指出，伦敦东部的许多地区“以前很穷”，但在

大火之后却有了不少富民。①他们大多聚集在靠近城墙的教区，如阿尔德盖

特圣博托尔夫堂（St Botolph without Aldgate）和三圣一体教区（Holy Trinity 

Minories）。火灾前，裁缝约翰 · 吉尔利（John Geary）住在市内的道格特

（Dowgate），但火灾后，他搬到了东史密斯菲尔德（East Smithfield），也就是

城墙外靠近塔楼的地方。②

然而，这一增长数字对于伦敦东郊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与伦敦其他地区相

比，东郊相对较穷，生活费用较低，因此对较穷的师傅更有吸引力，他们也不

太可能招收学徒。在伦敦北区，奥尔德斯盖特街（Aldersgate Street）、克勒肯韦

尔（Clerkenwell）和史密斯菲尔德等地区是最受商人泰勒同业公会成员欢迎的

地方。商人泰勒员工在摩尔菲尔兹的数量似乎没有明显增加。那里的商人居住

在棚屋或帐篷里，所以是小规模的，而且很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必要或没有财

力招收任何学徒。因此，对商人泰勒的抽样分析可能低估了搬到这些临时场所

的师傅的数量，因为他们可能在火灾后没有立即招收学徒。

与本研究相关的第二个职业群体是书商。书商是火灾中受破坏最严重

的一个行业群体。大火烧毁了私人图书馆、城市书商和印刷商的库存、印

刷机和打字机，造成的损失约为15万至20万英镑（当时重建一座教堂的成

本估计为8 000英镑）。③伦敦，尤其是圣保罗教堂，是英国的图书贸易中

心，游客经常注意到那里无处不在的图书销售。资本投资和公众品味的不

确定性使得图书销售的风险普遍较高。④伦敦的书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交

易，这场灾难性的火灾对全国的图书销售都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例如，曼

①　S. Rolls, The Burning of London in the Year 1666, London: R. I. for Thomas Parkhurst, Nathaniel Ranew and 
Jonathan Robinson, 1667, pp.144—146.

②　Guildhall Library, Records of the Merchant Taylors’ Company: Registers of Apprentice Bindings，参见https://
www.cityoflondon.gov.uk/things-to-do/history-and-heritage/london-metropolitan-archives/collections/lma-archives-
in-guildhall-library(2023—7—8)。

③　Burning books of the Great fire in London，参见https://talkinghumanities.blogs.sas.ac.uk/2016/08/30/burning-
books-the-great-fire-of-london/(2023—7—7)。

④　J. Raven, The Business of Books: Booksellers and the English Book Trade 1450—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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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斯特的切萨姆图书馆（Chetham’s Library）在伦敦的代理商是住在小不列

颠街（Little Britain Street）上的罗伯特 · 利特伯里（Robert Littlebury），直

到1669年6月才收到一些书籍—火灾发生后近三年。①圣保罗教堂里的

书商菲利蒙 · 斯蒂芬斯（Philemon Stephens）抱怨说，“他在这场可怕的

大火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以他现在的年龄，还要养妻子和孩子，这样巨

大的负担快要摧毁他了”。②1666年10月5日，佩皮斯估计，圣菲斯教堂

被毁的书籍价值约达15万英镑。③伦敦的图书贸易是英国印刷品消费的核

心，在整个17世纪后期，它也是大都市经济和英国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 

特征。

书商同业公会与商人泰勒同业公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一个较小

的群体。在17世纪，伦敦至少有150家（或许多达250家）书店和摊位，尽

管这一数字在之后可能会增加，但远没有商人泰勒的数量多。④书商是一个

比泰勒商人更为同质化的群体，特别是在职业方面。但也并非所有书商都

只经营书籍。例如，路德盖特山区阿特拉斯公司的约瑟夫 · 墨逊（Joseph 

Moxon）也是一位地球仪制造商，同时还是国内和海军部的地球仪供应商。

虽然在17世纪后期，商人们跟随富有的顾客向西流动，伦敦的图书贸易在地

域分布上更加多样化，弗利特街和坦普尔等地区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但相比

之下，商人泰勒在伦敦（以及其他地区）的分布则更为广泛。⑤

绘制火灾后伦敦书商流动地域图的方法是检索1663—1665、1667—1669

和1676—1678年大英图书馆馆藏的所有出版地在伦敦的书籍（见表2）。⑥其

①　J. Raven, “St Paul’s Precinct and the Book Trade to 1800,” in D. Keene, A. Burns and A. Saint (eds.), St Paul’s: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ondon 604—200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35.

②　Leona Rostenberg, “Robert Stephens, Messenger of the Press: An Episode in 17th-Century Censorship,”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Vol. 49, No. 2 (Second Quarter), 1955, pp.131—152.

③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pp.309—310.

④　A. Johns, “Prin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in London, 1660—1720,” in P. O’ Brien et al. (eds.), Urban 
Achieve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Golden Ages in Antwerp, Amsterdam and Lond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65.

⑤　G. Mandelbrote, “Workplace and Living Space: London Book Trade Inventories of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Robin Myers, Michael Harris and Giles Mandelbrote (eds.), The London Book Trade: Topographies of 
Print in the Metropoli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Castle: The British Library and Oak Knoll Press, 
2003, pp.25, 38.

⑥　The British Library，参见https://www.bl.uk/(2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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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商的营业地点可以从封面上的信息中提取出来。1666年的书籍没有被

使用，因为无法确定该书是在火灾之前还是之后出版的。由此，本研究建立

了一个在这些日期内伦敦大多数书商活跃范围的数据库，尽管它可能不包括

那些专门从事二手交易的书商。

表2　1666年火灾前后伦敦书商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①

地    区 1663—1665（%） 1667—1669（%） 1676—1678（%）

伦敦市区 85（53.1） 29（18.9） 84（49.4）

伦敦东区 0 2（1.3） 5（2.9）

伦敦西区 52（32.5） 55（36.0） 53（31.2）

伦敦北区 21（13.1） 67（43.8） 27（15.9）

萨瑟克区 2（1.3） 0 1（0.6）

合 计 160（100） 153（100） 170（100）

至少在短期内，这场火灾影响了伦敦书商的地理分布。在火灾发生后的

三年里，伦敦市区的书商减少了34.2%，而伦敦北区则相对增长了30.7%。其

他地区的书商数量保持相对稳定。如表2所示，到1676—1678年，书商的分

布几乎又恢复到了火灾前的状态。

大火之前，书商分布的主要区域是在圣保罗教堂周围。1663—1665年的

抽样调查中，四分之一都在那里。伦敦北区的书商集中在小不列颠和派角等

地区，这些地区距离圣保罗教堂不到半英里，是众所周知的二手书交易中

心。②在伦敦西区，主要集中区域是弗利特街和坦普尔周围。火灾发生后的

三年里，只有两个书商主体在圣保罗教堂院内。那些留在城墙内的书商都流

动到了城内未被烧毁的东部地区，如主教街或格雷沙姆学院周围，后者是皇

家交易所重建的选址。伦敦西区的情况与1663—1665年相似，大多数书商都

在坦普尔和弗利特街附近。

①　资料来源：大英图书馆（English Short Title Catalogue）。参见https://www.bl.uk/(2023—3—5)；Jacob F. 
Field, London, Londoners and the Great Fire of 1666, p.107。

②　J. Raven, The Business of Books: Booksellers and the English Book Trade 1450—1850, p.167.



60

世界历史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1676—1678年的样本显示书商分布图又回到了火灾前的情况。位于伦敦

北区和东区的书商略多，但差异不大。圣保罗教堂重新成为书商的主要集中

地，尽管与1663—1665年的数量相比，它下降了7.4%。这种下降是由于该地

区的一部分摊位数量减少，被商店取代，这也意味着书商的集中度在下降。

大火只是暂时扭转了圣保罗作为主要图书销售区的地位。贾尔斯 · 曼德布罗

特（Giles Mandelbrote）①的结论是，圣保罗可能从1670年起开始恢复其在图

书贸易中的主导地位。虽然小不列颠岛仍然是伦敦北区书商最密集的地方，

但从1667—1669年到1676—1678年，样本中驻扎在那里的书商比例下降了

16.7%。17世纪60年代后，随着圣保罗教堂的重新建立，驻扎在那里的书商

数量逐渐减少。②同样，弗利特街和坦普尔周围地区仍然是伦敦西区最受书

商欢迎的地方。

有些书商在火灾造成的混乱和破坏中没有幸存下来。圣保罗教堂的约书

亚 · 科顿（Joshua Kirton）至少从1660年起就是塞缪尔 · 佩皮斯的固定书商。

1666年10月5日，科顿的一个亲戚告诉佩皮斯，“科顿完全破产了……从拥有

书籍价值高达7 000到8 000英镑减少到了2 000到3 000英镑”。1667年11月11

日，佩皮斯记录道：“今天听说我的卖书人科顿死了，这个可怜的人；我相信

他是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而悲伤致死的。”③然而，佩皮斯在科顿死后六个月内

就有了一个“新书商”—圣殿酒吧区的约翰 · 斯塔基（John Starkey）。1666

年9月30日，出版商和制图师约翰 · 奥吉尔比（John Ogilby）在给查理二世

的请愿书中写道，他在大火中损失了价值3 000英镑的库存，请求允许他从

法国免税进口印刷纸。④塞缪尔 · 格利布兰德（Samuel Gellibrand）在圣保罗

教堂里的金球书店工作，和其他许多书商一样，该书店是伦敦主教区的所在

①　贾尔斯 · 曼德布罗特自2010年2月起担任兰贝斯宫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和档案管理员。在此之前，他在

大英图书馆工作了近 15年，担任馆长之一，负责英国16、17和18世纪书籍的馆藏工作。参见https://www.
gresham.ac.uk/speakers/giles-mandelbrote (2023—4—7)。

②　G. Mandelbrote, “Workplace and Living Space: London Book Trade Inventories of the Lat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London Book Trade: Topographies of Print in the Metropolis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pp.23—26.

③　Samuel Pepys, 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p.309.

④　M. A. E. Green,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Domestic Series,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1666—1667, London: 
Longman, 1864,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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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格利布兰德声称自己在这场火灾中至少损失了1 700英镑。1667年2月26

日，他从为伦敦受灾者提供的救济募捐中获得了10英镑的救济。格利布兰德

肯定找到了一些额外的补贴，因为1668年5月30日，他出现在火灾法庭上，

说他将在房东—伦敦主教汉弗莱 · 亨奇曼的“充分鼓励”下开启重建工

作。①格利布兰德的年租金（1英镑）保持不变，但他的租约增加了40年，将

于1742年到期。根据壁炉税资料记录，②1675年格利布兰德仍在那里办公。

不言而喻，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从火灾中恢复的能力（即应对灾难的能

力）有重大影响，所从事的职业更是如此，比如那些依赖大量流动商品的零

售业（如上述书商就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害，因为他们几乎失去了大部分存

货）。由于火灾期间缺乏手推车，而且手推车费用高昂，除非商人能以高价购

买，否则他们可能会蒙受重大损失。商人在大火中遭受的损失要比工匠大得

多，因为工匠的未完成材料存货总体上来说价值较低。例如，丹尼尔 · 贝瑞

（Daniel Berry）在万圣大帝兄弟巷的码头被烧毁，导致他损失了500英镑的存

货；③酿酒师理查德 · 希利亚德（Richard Hilliard）在他的店—位于圣安德

鲁霍尔本（St Andrew Holborn）大法官巷的圣约翰头（St John’s Head）—

被拉倒以阻止火焰向西蔓延时，损失了200英镑的葡萄酒和货物。④

由于流通中的金银货币数量不多，1666年，大多数伦敦人的资产中并没

有大量现金。近代早期伦敦的“中产阶级”，其拥有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

不超过5%。即使是最富有的商人，其现金资产也很少超过500英镑。在伦

①　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Calendar to the Judgments and Decrees of the Court of Judicature Appointed 
to Determin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dlords and Tenants as to Rebuilding after the Great Fire, Vol. 2,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966—1970, pp.183—186.

②　壁炉税（Hearth Tax）是1662至1689年期间英国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壁炉税规定了调查员拥有对房屋持

有者的搜查权，以确定有多少个炉灶应该被征税。没有任何一份报税单可以作为总人口的普查依据—总是

有豁免和逃税的情况。最完整的壁炉税记录是1664年3月25日的记录。壁炉税记录提供的信息包括户主的姓

名，有时还包括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应征的壁炉数量。关于壁炉税的具体知识，可参见C. D. Chandaman, 
The English Public Revenue, 1660—168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pp.77—109；T. Arkell, “Printed Instructions 
for Administering the Hearth Tax,” in K. Schürer and T. Arkell (eds.), Surveying the Peopl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Document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Leopard’s Head 
Press, 1992, pp.38—64。

③　尽管损失惨重，贝瑞还是支付了700英镑的重建费，作为回报，他得到了25%的租金减免和38年的延长

租期。参见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p.134—135。

④　希利亚德已于1668年去世，但他的遗嘱执行人同意重建财产，以换取额外的38年租约。参见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p.26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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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社会各阶层中，投资房产也很普遍。如果这些房产处于伦敦的烧毁区，损

失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爱伦 · 卡莱尔（Ellen Carlyle）在圣布里德弗利特

街附近拥有一处有九个壁炉的房产，她把这个房子租给了一位名叫威廉 · 鲍

德勒（William Bowdler）的制衣师。她声称每年50英镑的租金是“她和孩子

们的唯一生计”。鲍德勒有能力重建，但他拒绝重建，除非他得到在大火中

被毁坏的货物和装置的补偿。消防法庭命令鲍德勒重建，租金保持不变，但

在租约中增加了42年的租期，卡莱尔将从租金中抽出150英镑来支持重建工

作。①由于损失惨重，许多伦敦人不得不举债来资助火灾后的重建。

信贷与个人的财富指数有关，较富裕的人和从事较有声望职业的人更

容易获得信贷。②许多富有的人欠下了大笔贷款。如威廉 · 特纳（William 

Turner）爵士是一个富有的毛织商和丝绸商，在1668至1669年担任市长时还

是一个清教徒，支持教派信仰不同（后来他成为一名保守党人）。火灾发生

前，他住在大教堂附近的一个有着11个壁炉的“小宫廷”里。1675年，他准

备在保罗教堂附近拥有一座配备14个壁炉的房子。直到1666年12月12日，

特纳还欠了19 937英镑的“债券和其他证券”。③虽然其中许多债务可能由于

火灾而不得不延期或贴现，但特纳仍有大量资源可以依靠，使他免受火灾造

成的损失。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确实显示了富裕的伦敦人在经济上可以

相对地少受火灾的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在火灾发生后，较富裕的人更容易

在城墙内重建，或者搬到一个相对有名望的地区。

大火之后，许多贵族和那些有“爵士”头衔的人纷纷迁入西区。律师迪

恩 · 伯吉斯（Deane Burgesse）爵士从圣马丁波马利的五金巷里的七壁炉住房

向西搬到了圣马丁田园圣马丁巷的八壁炉院里。④然而，这个群体也比其他

群体更有可能在火灾前后保持在同一地点。手艺人一般比商人更有可能搬到

城墙以北或以南地区，而不太可能留在城墙内。销售人员更依赖在城内，靠

①　鲍德勒仍居住在弗利特街。1675年，他在那里的一所房子被评估有八个炉灶。参见M. Davies et al. (eds.), 
London and Middlesex 1666 Hearth Tax, London: British Record Society, 2014。

②　P. Earle,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Business, Society and Family life in London, 1660—173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121.

③　G. S. De Krey, London and the Restoration, 1659—168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08, 
312.

④　Jacob F. Field, London, Londoners and the Great Fire of 1666,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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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客户的基地，而手艺人则可以承受更大的流动性。火灾前，商人弗朗西

斯 · 埃里森（Francis Ellison）和木匠约翰 · 格兰斯（John Granes）都在万圣

斯坦尼教堂的马克巷里经营他们的行业。火灾后，埃里森搬到了附近的布兰

坎普尔顿宫（Blanchampleton Court），而格兰斯则向东搬到了位于圣凯瑟琳街

的阿尔德盖特圣博托尔夫堂。①

三、 难民流动后人口分布的变化

流动性是17世纪伦敦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场大火更加强化了伦敦

人的流动。大多数伦敦人在一生中都搬过几次家，居住地的变化是有社会选

择性的。较为贫穷的伦敦人流动性更强，而商人和工匠往往比较稳定，因为

他们需要保持在一个地方才能让顾客找到他们。②其中一些人的迁移是生命

周期发生变化的结果—如仆从、学徒、婚姻等，但许多人的迁移是基于经

济考虑—也许是希望获得更大的交易场所。博尔顿（J. P. Boulton）对17世

纪伦敦萨瑟克区的研究表明，20%的住户在一年内搬家，只有24%的住户在

同一所房子里住了十年。③在同一地区内有一种持续存在的趋势，就是人们

在同一邻里内流动。④许多伦敦人没有回到火灾前的居住地，而往往完全搬

离了伦敦城。最初的重建缺乏热情，大火后的秋天，地主拉尔夫 · 维尔尼爵

士（Sir Ralph Verney）的一位伦敦亲戚写信给他说：“地皮甚至都在乞求买卖，

有那么多块待售土地，每天都变得比其他地方更便宜。”⑤市政府认识到了这

一点，并试图阻止在城墙外建造新建筑，以鼓励城市人口的重新流动。1671

年，城市土地委员会禁止科勒 · 格拉夫（Kohler Graff）先生在摩尔菲尔兹的

①　Jacob F. Field, London, Londoners and the Great Fire of 1666, pp.87—89.

②　R. B. Shoemaker, “Gendered Spaces: Patterns of Mobility and Perceptions of London’s Geography, 1660—1750,” 
in J. F. Merritt (ed.), Imagining Early Modern London: Perceptions and Portrayals of the City from Stow to Strype, 
1598—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53, 155, 159.

③　J. P. Boulton, “Neighborhood Migration in Early Modern London,” in Peter Clark and David Souden (eds.), 
Migrat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Hutchinson, 1987, p.119.

④　R. B. Shoemaker, “Gendered Spaces: Patterns of Mobility and Perceptions of London’s Geography, 1660—1750,” in J. F. 
Merritt (ed.), Imagining Early Modern London: Perceptions and Portrayals of the City from Stow to Strype, 1598—1720, p.155.

⑤　M. M. Verney (ed.), Memoirs of the Verney Famil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Revolution 1660 to 1696,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99,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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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上进行建设，因为他们不想给他

  任何鼓励或支持……以达到在郊外建设的目的。因为在这个城市的

外围地区已有太多的建筑供商人和居民居住，而在这个城市的内部核

心，许多建筑和房屋仍然空空如也，未被利用。①

成千上万的难民中确实有一部分回到了伦敦市区。尽管人口从伦敦的传

统核心区转移，但还是有好处的。如果个人有足够的资源使其经受住火灾带

来的短期冲击，从长远来看，重建实际上可能会节省资金。因为很多业主急

于鼓励租户回流，如果他们愿意重建，就会为其省下大笔钱财。消防法庭对

518宗租客同意重建物业的案例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重

建房产的租户在火灾后的租约期间，年租金平均减少了 17.7%。②这些租约的

长度通常会大幅增加，以进一步吸引重建。按实际价值计算，由于租金是固

定的，没有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因此节省的租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约翰 · 塔特（John Tutt）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1649年，他

曾以每年30英镑的价格在圣布里德弗利特街（St Bride Fleet Street）的路德

盖特山租了一栋房子（罚款70英镑），这栋房子的主人是罗切斯特大教堂的

院长和教士。当塔特同意重建时，消防法庭将其新的年租金定为2英镑，并

将其租约延长至1728年。③消防法庭在做出决定时，考虑到了火灾前的财产

状况，甚至对租户所做的修缮给予了补偿。在火灾发生前不久，威廉 · 坎

伯兰（William Cumberland）花了500英镑修缮了他在圣尼古拉斯奥拉维（St 

Nicholas Olave）老鱼街租住的老房子（大多为严重腐烂的木房）。当坎伯兰

同意重建时，他的租金减半，并在租约上增加了13年的时间。④火灾前，金

匠戈弗雷 · 贝克（Godfrey Beck）为他位于圣玛丽伍尔诺（St Mary Woolnoth）

的小伦巴第街北侧的房子准备了三个壁炉。1668年10月14日，在消防法庭出

①　S. Rolls, Londons Resurrection or 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London: W. R. for Thomas Parkhurst, 1668, p.41.

②　J. Evelyn, London Revived: Consideration for Its Rebuilding in 1666, by E. S. De Be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pp.54—55.

③　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p.211—212.

④　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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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时，他同意重建这处房产，年租金减半至8英镑，租约原本还有两年，后

来被延长至51年。贝克花钱打地基，但到了1675年，他搬到了朗博恩沃德

布罗德大街（Broad Street in Langbourn Ward）上的一座拥有五个壁炉的房子

里。①很可能，像贝克这样的租户利用消防法庭判给的租金降低、租约增加

的机会，在重建后以较高的租金将房产转租，然后搬走。有些房东认识到这

样做的长期利益，愿意自行重建。詹姆斯 · 阿尔瑟姆爵士（Sir James Altham）

允许他在圣玛丽山那栋房产的租客托马斯 · 伦索尔（Thomas Lenthall）退租，

即使租约还剩两年。消防法庭的裁决指出，阿尔瑟姆有资源“重建得更好”

（估计成本为2 500英镑），他应该享受这样做的“好处”。②

但到了17世纪70至80年代，留在城外可能更有吸引力。由于重建的规

定，也可能是缺乏在火灾区建设的热情，1666年之后，被烧毁地区的房屋总

数有所减少。瓦尔特 · 贝尔估计，约有9 000栋新房建成，以取代在大火中被

毁的约13 200栋。③火灾后的价格高峰消退后，城墙外的租金往往低于城墙

内。与伦敦市中心相比，伦敦城墙外及周边的土地往往相对便宜。④1672年，

市政府在向议会提交的请愿书中声称，在伦敦城和自由区有超过3 000栋空房

子和未建房屋，占其面积的六分之一。⑤当年，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作为

所有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补偿本市居民利益的权宜之计”。⑥然而，根据城市调

查员的统计，到1674年，仍有1 000块空地和3 500间房屋无人居住。⑦最终，

市政府无法对抗伦敦大部分人口长期居住在城墙外的趋势。在17世纪60年

代，伦敦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墙外；到18世纪初，这一比例上升到约三分

之二。⑧可以说，有能力回伦敦城中心重建房子的那些人以及因为职业或身

①　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272.

②　P. E. Jones (ed.), The Fire Court, Vol. 1, p.72.

③　W. G. Bell,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London: John Lane, 1920, p.272.

④　J. P. Ward, Metropolitan Communities: Trade Guilds, Identity, and Change in Early Modern Lond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43.

⑤　Guildhall Library, Broadside 20.109, Reasons Humbly offered to the Parliament for the Abate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ssessment upon the City of London, 1672.

⑥　Guildhall Library, Broadside 20.109, Reasons Humbly offered to the Parliament for the Abate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Assessment upon the City of London, 1672.

⑦　T. M. M. Baker, London: Rebuilding the City after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Chichester: Philimore & Co., 2000, p.7.

⑧　J. P. Boulton, “London 1540—1700,” in Peter Clark (ed.), 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I： 
154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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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需要回到核心区的人所占比例是较少的，他们回到了传统的核心区，而大

多数人还是选择留在了城外。

如此可知，大火造成的最直接问题是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他们

将去哪里以及如何重新安置？对壁炉税评估的分析表明，许多房屋被烧毁

的人没有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重建费用使伦敦的郊区对许多人来说是一

个更有吸引力的“经济性”地区。因此，火灾迫使伦敦人进入城墙外的郊

区。这种迁移，特别是向西部和东部的迁移，也是伦敦人口持续重新分配

的一部分。地位较高的伦敦人往往向西区迁移；向东迁移更有可能与一

个地点或家庭的社会地位下降，以及居住在公寓、分户房产或临时住所有

关；向北迁移是大火迫使人口重新安置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例如一些房

屋被烧毁的居民迁移到了像摩尔菲尔兹这样的空地上；与其他类型的迁移

相比，向南的迁移相对而言显得微不足道。由于这种人口的重新分配，城

市肯定变得更加“有序”，而郊区（尤其是伦敦北区和东区）则变得更加 

“无序”。①

结 语

当时，伦敦大火的消息还传到了国外。在巴黎，消息一传来，就成为路

易十四许多朝臣唯一讨论的话题，他们都认为英国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②

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是有目共睹的，威尼斯驻巴黎的大使写道：“这一事件……

将被永远铭记。”无论贫富还是老少，所有人都遭受了损失。火灾破坏之彻

底，正如爱德华 · 阿特金斯爵士描述的，“都辨别不出某个教区或某个地方

在哪里了”。③走过这座“废墟”之城，他如此写道：

①　V. Harding, “City, Capital, and Metropolis: The Changing Shap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ondon,” in J. F. Merritt 
(ed.), Imagining Early Modern London: Perceptions and Portrayals of the City from Stow to Strype, 1598—17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8.

②　10 September 1666, “Charles II-volume 171: September 9—16, 1666,” in Everett Green (ed.),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1666—1667, pp.111—114.

③　Edward Atkyns, “XV. Copy of a Letter to Sir Robert Atkyns, Knight of the Bath, Lord Chief Baron of the Exchequer, 
and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Reign pf King William, from his brother Sor Edward Atkyns, who was Lord Chief 
Baron of the Exchequer,” Archaeologi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1770—1992, 1821,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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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只剩下石块和垃圾，全都裸露在外，没有遮盖。可以从城

市的一头望到另一头……伦敦就像（如果没有垃圾的话）一片开阔的 

荒野。①

由此可看出，这一突发性火灾事件对当时的伦敦乃至英国来说都是一

个巨大的考验，对其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政府当局对于火灾的

应对关乎着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他们不仅要维护灾后的城市秩

序、处理伦敦市民受到的心理冲击，还要管理难民流动情况以及计划城市重

建工作等。

透过本文可发现，火灾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顿难民，不论是

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所涉及；其次，难民的流动情况更为复杂，不同职

业和社会等级决定了人们会选择不同的生活，有些人回到了伦敦市区开启重

建工作，而有些人则选择安顿在了伦敦东区和西区等地方。于是，火灾在一

定程度上促成了伦敦乃至英国人口的重新分布，也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 

经济。

伦敦当局对这次大火的警示意义高度重视，于1667年在火灾起始地附

近建立了一座伦敦大火纪念碑，以纪念碑的形式将火灾牢刻在了人们的记忆

深处，并将其教训世世代代地传承了下去—伦敦人发誓永远不会忘记这场 

大火。

	 （李腊，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安徽农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

①　Edward Atkyns, “XV. Copy of a Letter to Sir Robert Atkyns ...,” Archaeologia: or Miscellaneous tracts relating 
to antiquity, 1770—1992, p.106.



292

世界历史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revenues continued to decline; In addition, Mary I’s involvement in the war between France and 

Habsburg led to a severe external situation in Calais. Therefore, Calais had become a burden on 

England. The loss of  Calais in 1558 seemed unacceptable to England. Elizabeth I’s attitude towards 

Calais has undergone a slow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modern ruling idea of  pragmatism and 

flexibility, putting national security first, has finally replaced the medieval ruling idea of  governing 

across the sea and pursuing continental fief. As Calais did not involve England’s core interests, the 

ripples that arose soon subsided. History shows that England’s future lies in its maritime power and 

overseas empire, not in its involvement in the military struggles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4. Refugees Resettlement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after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in 1666

 Li La

Abstract: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in 1666 is a profound test of  London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esponded to the emergency and their enormous resilienc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re, thousands of  refugees were left homeless and in disarray, and it wa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settle these refugees. The state and the city needed to solve their housing and 

food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 and to restore credi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comfort on 

the other. Many refugees were re-settled and moving on a large scale, in which occupation 

and social class determined their movement. With two group of  traders Merchant Taylors’ 

Company and booksellers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opographical features of  their 

movements after this Fire. The migration of  refugees to the suburbs and surrounding areas 

of  London contributes to the redistribution of  London’s population. It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the enormous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the Great Fire on London.

5. An Attemptive Research on Early Modern Japan’s Military Tranformation: Military Area

 Qu Bowen

Abstract: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tory, Japan was next to the homeland of  gunpowder 

and guns—China, but as late as Mongol-Yuan Period, it came to know the existence of  

guns. Into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guns (with “ て つ ぱ う ” as their representative) came 

into Japan through different routes (Portugal, South-East Asia, etc.), brought to Japan a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Its contents contain: the development and grasping of  technology 

of  gunpowder and guns, the producing and manufacturing of  gunpowder and guns, mass 

equipment of  gunpowder and gu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m to wars, its effects on military 

and related social fields and reg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etc. Traditional military history 

research had some limitations in its vision, “New Military History” research paradigm which 

had developed since mid-20th century could make up for it. The efforts in this direction can 


